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文化经济研究：
经济学家的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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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科学和理性的执着追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化因素丧失了其

作为现代经济科学研究课题的合理地位。20世纪中期以来，后工业社会的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经济与文

化的相互融合不可避免地给经济学带来了冲击和挑战。经济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可归纳为三个不同的

努力方向：研究主题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改进和研究理念的回归。这些努力相互交织、相互启发，或明

显、或隐晦地以不同的方式将文化因素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反映了在广阔的社会历史演进的背景

中经济思想的自我历练和成长，呈现出经济学为更精准地理解和把握现实所作出的努力。

关键词：文化；经济；现代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19)05-0004-14 

一、  前　言

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1776年创立。在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学

内部以不同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研究传统相互攻讦，以静态的、原子论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为基础

的新古典经济学在争论中成为20世纪的主流。于是，各种现实世界中的“非理性”因素，如历史、

习俗、制度冲突等，都被尽可能地排除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然而，20世纪中期以来，

在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支持下，经济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发展

趋势。后福特制的生产模式令经济行为更多地具有了人性化、文化化的特征。随着后工业社会

物质产品的极大丰裕，社会议题从以生产为主转向以消费为主，大众的消费观念从追求商品的

品质转向审美、意义及身份认同，经济产品以各种方式渗透着审美属性与符号属性，推动了“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与此同时，文化产业蓬勃兴起，文化的经济价值被充分发掘，“普通

的制造业越来越像文化生产。不是商品制造提供模板，文化追随，而是文化产业本身提供了模

板”①
。于是，生产越来越多地与文化内容相关，消费越来越多地与意义体验相关，资本逻辑、商

品法则和价值规律逐渐渗透到文化生活中。文化与经济日益融合，传统的经济方式、社会关系

和规范以及人们的生活样态都因此而发生了变化。作为经济的要素、动力和规范，文化成为经

济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以理性和科学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学必须超越自身的局限性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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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以增强解释力和预测力。

本文以经济的社会文化语境为背景，系统梳理了20世纪以来，经济学学科内部在文化方面

所进行的探索，分析经济学家们对文化及相关问题的思考与处理，希望能够从文化的视角客观

地、真实地呈现现代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毕竟，通过梳理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对经济

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概括、总结、反思以开拓经济学的未来一直都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

务，而从文化视角展开的分析与探讨迄今尚是空白。不过，诸多经济思想史家的研究方法对本

文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他们通常将经济思想与政治制度、社会思潮等融为一体，将其置于一

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当中进行考察，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力量来解释经济思想的成

长，并探讨这些力量影响经济理论的方式（Karl Pribram，1983；Ben Seligman，1990；Douglas

Dowd，2000；Hunt，2011），由此，经济理论成为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各种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既有外部的社会动因，也有经济学自身为应对社会变迁所作出的努力。

国内学者对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吸收与利用这个层面。即

使有学者专注于经济思想的演变，亦是将经济理论的发展视作一个学科内部逻辑发展的过程，

强调分析技术的完善所带来的经济理论的积累性进步（蒋自强，2003；蒋自强和史晋川，2014；

张旭昆，2015，2016）。该类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把握和理解经济思想及理论的内在逻辑

与发展脉络，却相对忽略了经济理论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当然，

也有不少学者结合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学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市场经济，尤其是中

国的市场经济，展开伦理分析与探讨，以超越经济学的视角审视经济学（韦森，2002，2009；汪丁

丁，2007），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置于广阔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发展脉络中，希望能够更为丰富

地展开经济学史或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更新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传统认知，并借此激活经济学

研究的历史意识、人性关怀和道德热忱。全篇共有五个部分。前言部分清晰阐释了20世纪中期

以来社会变化和经济转型给现代经济学带来的挑战，以此作为切入点。经济学对经济与文化关

联、融合的重视和研究主要体现为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经济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具体表现为

研究主题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改进和研究理念的回归。第二、三、四部分分别从这三方面进行

梳理和评述，以期完整把握现代经济学对文化与经济互动关系的理解与诠释。第五部分是总

结。经济学研究主题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改进和研究理念的回归三者相互交织与相互启发，令

经济学在坚守传统的理性分析的同时，亦体现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所应具有的价值关切、意

义探索和社会批判功能，反映了经济学面对社会经济变化所作出的回应。

二、  研究主题的拓展：文化艺术经济学

由于文化是偏向“历史的”、“情感的”和“动态的”，与新古典经济学逻辑的、结构的、静态的

思维方式不相容，以至于文化因素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之外。尽管如此，经济学家

们 却 无 力 抗 拒 文 化 的 持 续 吸 引 力 。 早 在 庸 俗 经 济 学 时 期 ， 萨 伊 （ Jean Baptise Say） 、 西 斯 蒙

第（Simonde de Sismondi）、李斯特（Friedrich List）等就开始了对文化艺术生产问题的探索。到了

古典经济学时期，休谟（Hume）、杜尔哥（Turgot）、亚当•斯密等也都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艺术市场

进 行 了 观 察 和 研 究 。 继 1966年 美 国 经 济 学 家 威 廉 • 鲍 莫 尔 （ William Baumol） 和 威 廉 • 鲍 温

（William Bowen）首次使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对表演艺术进行研究并出版了《表演艺术：经济的困

境》之后，围绕文化艺术展开的经济学研究便开始繁荣起来。学者们尝试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

方法，即理性选择法，应用于与文化艺术相关的经济产业与公共政策研究，极大地扩展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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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视野，形成经济科学向传统“非经济”领域的延伸和渗透。随着1973年国际文化经济协会

（The 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的成立，有关文化艺术的经济学研究逐渐规

范 起 来 。 该 协 会 定 期 举 行 会 议 ， 并 于 1977年 创 办 期 刊 《 文 化 经 济 学 》 （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1979年，以文化艺术经济学为主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在爱丁堡召开，并在此之后

形成两年一届的惯例。有关文化艺术经济学研究的第一本文集出自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

1976）。1979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和威瑟斯（Charles W.J.Withers）出版了该领域第一本教

科书《表演艺术的经济学》。

经济学家们以经济学为系统工具和参照系，以文化艺术活动为变量和研究对象，重点考察

如何有效配置文化资源，以最大程度地提供文化艺术产品和服务，从而使文化艺术的经济学研

究融汇成经济学领域内一个颇受关注的专业分支。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文化艺术经济学形成了

三个主要的研究方向：第一，基于文化艺术行业特性的政府公共政策研究。早期对文化艺术活

动的研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的艺术资助，学者们不仅讨论了政府资助艺术的理

论依据（罗宾斯，1963；鲍莫尔和鲍温，1966；艾伦•皮考克，1968），也讨论了政府资助的具体方

式、方法，并分析了资助政策的最终效果（艾伦•皮考克，1969；提勃尔•西托夫斯基，1983）。如

今，政府政策议程中的文化政策愈益丰富，内容包括有关文化产品和服务中知识产权的立法和

经济问题（露丝 •陶斯，1999，2001，2008），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中公共或私人合作伙伴关系问

题（Rizzo，1998）等。思罗斯比（2010）以价值链理论与同心圆模式统摄文化政策的复杂格局，坚

持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将艺术及其相关的文化价值置于公共政策的核心，由此构筑了文化政策

的基本框架。第二，有关文化艺术行业的特殊本质与特征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对表演艺

术的思考，经历了70年代的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管理研究，发展至80、90年代对传媒、出版、电影、

流行音乐等娱乐产业的分析，直至20世纪末开始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意产业进行探讨，学者

们通过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文化艺术商品和文化艺术服务的经济过程进行分析，揭示文

化艺术活动的经济本源及其所蕴含的经济逻辑，并挖掘文化艺术生产的经济潜力和经济后果

（鲍莫尔和鲍温，1966；理查德•凯夫斯，1988；玛丽安•费尔顿，1994；泰勒•考恩，1996；詹姆斯•海

尔布伦，2011）。第三，文化产业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包括创新性产业作为革新、发展和

结构调整的动力来源在新经济中的前景如何（Bruce Seaman，2011），以及艺术和文化在城镇的

就业和创收，尤其在那些受经济衰退影响的地区中的角色与功能（Walter Santagata，2011）等。关

于文化艺术经济学未来研究领域的拓展与延伸，Ginsburgh（2001）认为视觉艺术市场应成为经

济学家开疆拓土的重点领域，因为这一领域的数据资料相当丰富，为开展计量研究提供了可能。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版）关于艺术经济学的条目指出，在将经济分析应用于文

化艺术领域的众多实践中，针对产业组织的研究明显不足。
①

这也给未来的文化艺术经济学研

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自1966年《表演艺术：经济的困境》发表开始，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文化艺术的经济学

研究基本停留在对表演、视觉及文字表现艺术的经济问题的研究中。然而，研究表明，价值观

和信仰等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媒体和艺术领域内对文化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所产生

的影响。
②

思罗斯比试图“突破在文化经济学领域使用的一般的‘文化’概念，以引入更加宽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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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概念”①
，通过《经济学与文化》（2001），他尝试从经济学角度全面分析人类学意义上的广

义的文化问题，深入考察作为人类思维的“文化”和作为外在行动表现的“经济”之间的关系，以

期构建文化艺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必须肯定，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所提供的清晰的行为模式有助于分析文化艺术的

供求关系，以所产生的均衡模式为基础，有可能得出用以进行实证检验的应用方法。这极大地

丰富了有关经济与文化艺术关系的相关知识。然而，不得不承认，新古典主义方法实际上聚焦

于文化艺术活动的经济性，将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置于产业分析的框架之中，强调的是文化艺

术领域的资本逻辑、商品法则和市场规律。文化因素如果被考虑，也主要是事实问题，而不是

规范评价问题。如此，对文化的处理无疑是片面且肤浅的。经济学假设人类行为是在理性思

考、利益权衡之后作出的抉择，仅仅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放弃对影响和塑造人类

行为的历史、伦理、制度背景等因素的思考和探索，因而在解释和分析以非理性审美体验为基

础的文化活动时难免有些捉襟见肘，难以对文化产生敏锐的洞察力，有时只是“用经济术语对

文化观察重新命名”②
。经济理论所阐释的内容与文化艺术所创造的价值意义之间总是存在深

深的隔膜。鲍莫尔曾用“无舵的”（rudderless）一词来表达经济学家在面对无法用经济学原理阐

释文化因子时所流露出的无所适从的情绪。
③

可见，文化议题丰富而深远，将分析局限于文化

的纯经济层面意义必然有限。若是能够超越新古典主义的分析路径而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引

入新的研究方法，或许更有助于产生新颖的、富有挑战性的洞察力，有关文化艺术的经济研究

应该会更丰富、也更富有成效。

三、  研究方法的改进：新制度经济学与博弈论

基于对科学和理性的追求，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逐渐被塑造成为一个提出假设、展开逻辑

演绎、然后进行计量检验的程序化过程，这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日益成为一门抽象的语言而丧失

了实际内容。尽管现实中政治、法律、伦理、习俗、价值观等对经济体系的影响和作用不可忽

视，但新古典经济学假定这些文化因素均是外生给定的，因而对经济绩效不产生影响。新制度

经济学
④

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重大理论缺陷，通过分析边际交易成本，以解释文化因素

的内生性，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更为真实可行、也更为敏锐的视角。而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的

研究范围愈益狭窄，过多关注价格和资本，置社会冲突与经济冲突于不顾，博弈论构造出一门

新的经济分析语言的基本词汇，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经济学作为

社会科学的人格化倾向。自被引进经济学以来，便引发了一场革命，基本改写了现代西方经济学。

所谓制度，包括各种正式制度如法律、规章，也包括各种非正式的规则如历史、社会、伦理、

风俗、习惯等。1934年，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John R. Commons）发表《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视

为正式和非正式冲突解决过程的结果，强调经济、法律和伦理的作用。虽然康芒斯主要是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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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目前一般认为，制度经济学派从时间段上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

伦、康芒斯和密契尔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第二阶段，20世纪30-40年代，从凡勃伦和康芒斯到加尔布雷思之间的一个过渡期；第

三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本文采纳马尔科姆·卢瑟福的分类，将从凡勃伦、康芒斯到加

尔布雷思等为止的制度经济学称为“老制度主义”，把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制度主义”。参见：[英]马尔科

姆·卢瑟福：《经济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陈建波、郁仲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哲学、法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展开分析，并未真正使用体现经济学意义的研究方法，但对新

制度学派的创始人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及以后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仍具有相当的启发

意义。科斯在其论文“企业的性质”（1937）中开拓性地指出了市场机制运行的代价，提出制度运

行的成本问题，即交易费用，从而修正了新古典传统的假设前提，拓展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

架。1960年，科斯发表《社会成本问题》，将交易费用与交易行为背后的权利关系联系起来，提

出著名的“科斯定理”，标志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此后，无数学者致力于拓展制度研究，以

“交易费用”为基本理论落脚点，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的研究方向：
①

第一类反映在有关产权（德

姆塞茨，1967；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3）和习惯法（波斯纳，1977，1981）的研究中；第二类则关

注公共选择过程，包括寻租过程及分配联盟活动的过程（奥尔森，1982；墨勒尔，1989）；第三类

是对组织的考察，其中有简森和麦克林（1976）发展起来的代理理论以及由科斯（1937）创立并

被奥立弗•威廉姆森（1975，1985）广泛使用的对交易费用所进行的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所关注的对象是“制

度”，更重要的是它给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假

定各种制度因素外生给定，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视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要求将

经济活动置于整个社会关系和制度体系中进行审视；进而研究各种制度因素对经济行为和经

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各制度因素的演变；并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

合 ， 尝 试 从 习 俗 、 观 念 、 法 律 、 历 史 等 诸 方 面 寻 找 其 对 个 人 和 群 体 偏 好 及 行 为 产 生 的 影 响 。

1981年，道格拉斯•诺思（  Douglass C.North）发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利用心理学的最新

研究成果，提出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的变化具有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强调意识形态

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内生变量，并将其作为理论支柱之一，连同“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一起，

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1994年，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发表《文化信仰与社会的

制度结构：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看集体主义社会和个人主义社会》，研究了穆斯林世界和拉丁

世界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从而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制度性结构的影响因素，揭示了文化在决

定 制 度 性 结 构 、 促 进 路 径 依 赖 的 形 成 以 及 阻 碍 社 会 制 度 被 成 功 采 用 等 方 面 的 重 要 意 义 。

2006年，在其经典著作《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中，格雷夫分析了文

化信念对社会组织以及秩序安排的构建与变迁的影响，再次强调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文化信念

和文化背景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科斯和诺思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达到顶

峰。如今，在现代经济学蔚为壮观的体系中，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特别引人注目的一支。未

来，制度分析还将在社会镶嵌结构和人性两方面加强研究，前者与习俗、道德和宗教等文化要

素相关，后者则吸收了认知人类学、组织理论和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②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

实际上秉承的是新古典主义的核心理念，以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如个人主义、功利

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新制度经济学中都是根深蒂固的，只是通过增加了诸如信息、有限理性、交

易成本和产权结构等新的约束条件，从而建立起更接近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可是，新制度经

济学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其研究的对象并非某个个人或企业的行为，而是制度这一集体行

动的结果，或曰“集体行动对个人选择的控制和约束”③
。可见，“制度”这一概念具有整体性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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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仅当它被一个群体承载时才能够发挥作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

分析与个体主义方法论在逻辑上存在矛盾，无法相容。

所谓个体主义方法论，是指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的依据在于组成社会的个体的特性、目标

和信念；而作为人类行为影响因素的“文化”通常指的是为某一群体所共有或共享的态度、信

仰、传统、习俗、价值观和惯例，其整体主义的特色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格格不入，因此，在经

济学学科内部，一直都有学者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表示质疑。面对诸多攻讦以

及对文化因素的无能为力，经济学也试图突破自身的局限，进行自我改进和完善，以提高对社

会现实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于是，通过引入博弈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推动了个体主义

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扭转了现代经济学的人格物化倾向。

1944年，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合作的划时代巨著《博弈

论与经济行为》开始了博弈论进入经济学的历程。博弈论是研究博弈情形下博弈参与者的理

性行为选择的理论。作为一种具有强大分析能力的数学工具，它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基

础，将个体理性公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推向极致，即不仅要求每一个博弈参与者都是理性的，

且每一个参与者都清楚其他博弈参与者也都是理性的，同时还要求“有关博弈的结构、各个博

弈参与者的得益函数以及各个博弈参与者的理性等‘知识’是所有博弈参与者之间的‘共同知

识’”①
。然而，作为一种整体系统观的思想，博弈论要求从复杂系统的角度研究人与经济社会。

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个人理性最大化仅仅依赖于行为人自己的选择，不会因为认识到

各自成功的相互依赖性而被约束或调整，博弈论所坚持的个人理性最大化是将其他参与者的

决策考虑在内的最大化。这种无数个体的追求最大化问题的复合问题令经济学改变了此前不

考虑个体之间的各种互动关系的状况，转向对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研究，从而

将对个体理性的探讨带入“社会”经济情境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对

人类行为及相互关系的重视。而博弈均衡的不唯一性也更加契合现实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和

不确定性。在多个可能的博弈均衡状态中，最终的结果势必取决于博弈参与者的社会文化传统

和知识结构，因此，在寻求均衡的过程中，博弈论必须综合各种可能影响均衡的因素，如信息、

习惯、道德、法律等，由此体现了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对缓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

间冲突的重要意义。

20世纪中叶，系统观思维方式的兴起要求用相互联系和整体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经济学引

入博弈论显然是顺应了系统科学的潮流。博弈论的先驱奥古斯丁•古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

在《财富理论数学原理的研究》（1838）中曾明确指出，“实际上，经济系统是一个其所有部分都

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整体。……因此，对于完整而精确的求解和经济系统的某些部分有关的

问题来说，把整个系统纳入考虑之中，是绝对必要的。”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博弈论在经济

学领域的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思维方式均发生了改变，从研究物质财富的生产与配

置转而研究制度和激励问题，关注点转向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涉及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相互之

间的协调问题，于是，研究的主题超越了市场和价格，涉及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而使经济分

析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理论。1994 年至  2012年期间，诺贝尔经济学奖曾六次

眷顾博弈论，表明了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及其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与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内，经济学在方法论以及语言、概念等方面，经历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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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温和的革命，非合作博弈理论已经成为范式的中心”①
，相比较而言，合作博弈理论的发展则

明显滞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合作与竞争无疑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两大力

量，而平等真诚的合作共赢已经成为今天竞争各方的共识。可是，由于“资源稀缺”是经济学的

基本前提之一，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就在于“竞争”，从而忽视了“合作”的重要意义。同时，功利主

义、个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也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更多地局限在人类行为竞争性的语境中，以至

于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理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明显不同步。可以想象，如果合作博弈理论

能够得到更快的发展，并在未来的博弈论和经济分析中占据主导地位，则经济学将从对单一效

率的坚持转而强调公平与公正、从对纯粹个体理性的维护转而追求集体理性和社会信任，经济

学的发展势必取得革命性的突破。

四、  研究理念的回归：演化与伦理思想

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关于个人行为的一般性理论，但它显然并不是关于社会—经济动态学

的完整理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和理性选择法必须由对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制度背

景和文化背景保持敏感的分析方法加以补充。毕竟，社会是由制度、习惯、态度和价值观组成

的动态的有机复合体，每一个人、每一个复杂的有机体都带有过去的痕迹，今天现存的、处于

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系统尽管具有一些共同的特性，但在关键细节上，彼此之间一定具有实

质性的不同。当年，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历史归纳法与抽象演绎法是同时并重的。可是，随着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特性问题逐渐被遗忘，机械的、静态的均衡分析在经济学中成为时

尚。面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实践方面的局限性，许多学者深感忧虑，主张将经济学

的研究对象纳入复杂的社会体系中，考察环境与信仰之间、行为与背景之间的联系机制，强调

以历史为根基的思维模式，在变化中理解和把握制度和社会关系；同时在分析中引入道德、伦

理与政治因素，以对人类福祉和社会价值判断做出回答。

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问世后，19世纪的一些社会科学家开始意识到，达尔文主义

不仅提供了一个生物演化的理论，它同时也是一种有助于理解人类社会演化的理论框架。新古

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曾宣称，“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

济生物学”②
。他表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不论为好为坏都不得不要求变化和进步的人类。片段

的静态假定，是被用来暂时辅助动态的−或不如说是生物学的−概念。但是，经济学的中心

概念必须是关于活力和运动的概念，即使只在研究它的基础时也是这样”③
。然而，马歇尔本人

并没有充分地发展这一生物学类比，他的信徒们也没有接受他的生物学观点的启示和引导，以

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灵感并非来自生物学，而是来自物理学，从而将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经

济现象简化为经济力量的机械的位置移动。1898年，凡勃伦（Throstein Veblen）发表他的进化论

宣言，明确将达尔文主义引入经济学。凡勃伦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明确指出，

新古典经济学“接受了有关人性和人类行为的享乐主义偏见，而享乐主义心理学所给出的经济

利益概念没有为人性发展的理论提供基础”④
，由于缺乏演化分析所必需的假定和观点，新古典

经济学不能提供一种关于过程和发展的理论，因而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以至于它“无助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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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于时代，不能以现代科学的资格处理它的议题”①
。他主张从发生学的角度去把握正在展开的

过程，并提出“积累性因果”的概念，强调路径依赖，认为“行为者和他的环境在任一点上都是既

往过程之结果”②
，因此，经济学应当是“一种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的文化成长过程的理论，一种由

过程本身来说明的经济制度累积性序列的理论，……追踪经济利益怎样在文化序列中累积发

生作用应该成为经济学的目标”③
。由此，凡勃伦开创了经济学演化思想的先河，将达尔文演化

论的核心概念−变异、遗传、选择−拓展到社会—经济分析中。在随后出版的经典著作

《有闲阶级论》（1899）中，他进一步强调制度结构自身的历史性变迁在经济分析和社会分析中

的重要性，倡导按照现代演化思路重建经济学。此后，艾尔斯（C. E. Ayres ）在一定程度上继承

了凡勃伦的传统，即将经济视为一个文化的过程，个人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

1944）提出“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以“扩展效果”与“回荡效果”替代静态均衡分析。然而，这

些努力并未真正实现经济理论的整体革新，直至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提出资本主义非

均衡发展的洞见为演化分析带来灵感。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中，熊彼特构建了一个具有

强大生命力的动态演化模型以解释社会发展和经济变迁，并在《经济周期理论》（1939）中将其

进一步细化，以至于“熊彼特的名字目前与经济学中的演化模型的发展保持着最明确的联系”④
。

他把理论与历史出色地结合起来，强调经济问题的动态性，认为“人类社会从来不是，而且也永

远不可能是静止的。……保持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

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新形式”，
⑤

由此，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这一概念总括了

打破周而复始的经济的一切力量，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尽管创新会导致原有经济关系的

重组，而这种重组可能是痛苦的，但从长期来看，却能够给社会带来净收益，堪称“创造性毁

灭”。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中，熊彼特以“创造性毁灭”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的

发展和周期性波动。这一概念遂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动态演化最显著的特征和最生动的诠释。

20世 纪 40年 代 和 70年 代 生 命 科 学 的 两 次 独 立 发 展 对 社 会 科 学 产 生 了 重 大 影 响 。 哈 耶

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将经济制度恰当地置于演化研究的总体框架中。他一方面继承

了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主张文明生长论和社会演化论，另一方面受到达尔文的基本演化

原理的启示，在《个人主义：真与伪》（1945）的演讲中提出“自发秩序”议题。此后，这一主题便

持续不断地出现在哈耶克的作品中。通过“自发秩序”理论，他（1960）对社会自发系统的演化进

行了详细表述。不同于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认为社会演化是不断发展、向前进步的，哈耶克

指出，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有限的，根本无法了解社会赖以存在的内在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因

此，社会发展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即“社会发展并不是通过人类理智运

用已知的方法追求一个确定的目标而实现的。若将进步看作人类理智形成和修正的过程，或者

看作已知的可能性与我们的价值观和愿望皆在不断变化的学习与适应过程，可能更恰当一些”⑥
。

他强调，文明的演化根本无法沿着理性的方向前行，只能是“对过去经验的适应，通过有选择的

剔除不太适合的行为而最后形成的”⑦
。区别于凡勃伦的历史进化观，哈耶克运用文化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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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解释市场制度和法律规则的形成与发展。在哈耶克看来，文化是一种介于本能和理性之间的

东西，是一种“行为规则”的传统，文化演进中的选择过程决定了哪些规则能够被传承，即“各种

各样的制度和习惯，亦即人们做事的方法和工具，是透过长期的试错演化而逐渐形成的，且构

成了我们所承袭的文明”①
。

20世纪50年代，随着阿门•阿尔钦（Armen Alchian，1950）和其他人作品的问世，演化思想和

生物学类比频现于经济学中。60年代末，理查德•R.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独立发展了一条

经济理论的演化进路。
②70年代，纳尔逊和悉尼•G.温特（Sideny G. Winter）联合发表多篇文章，

刺激了演化思潮在经济学中的复兴。1982年，两人合作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出版，结合了

生物学中的演化理论，应用达尔文进化论的变异、遗传和选择机制开创了演化思想在经济学中

最广泛和最严谨的应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关文献激增，许多经济学家都投身于演化经济

理论的研究，
③

演化原理被尝试运用到所有开放的复杂演化系统中。

如今，社会已经走进21世纪。生物学被普遍看成是21世纪的科学。
④

经济科学与生物学之间

的关系有望重建，经济学的未来或许可以从达尔文理论的思路和方法中获得巨大灵感。不过，

把普遍的达尔文主义从生物学推广到经济科学的可能性有多大，则完全取决于对进化论核心

概念的创造性诠释，即亟需发展“变异”、“遗传”、“选择”等的实质含义；同时，需要对社会演化

与自然界演化的差异保持应有的敏感，毕竟，“选择过程在导致社会制度得以型构的文化传承

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与这种选择过程在天生的生物性状的选择及其生理学上的遗传而得以传

承的方面发挥作用的方式之间，存在重大差异”⑤
。另外，还需要建立新的概念以表述进化的基

本单位（类似于生物学中的“基因”），以尝试理解由诸如科学、技术、法律、商业组织的标准规

范等文化结构所带来的积累性演化路径。显然，未来经济学的发展是否能够延续并完成一个多

世纪以前凡勃伦开始进行的研究课题，结果并不明朗。演化思想在经济学领域内的未来发展充

满了变化和不确定性。

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既然经济现象是通过人类的实际行动表达出来的，那么与行

动相关的价值评判−道德实践无疑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必须关注的内容。只有通过更多、

更明确地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经济学才可能更具洞察力。由于现代经济学是

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伦理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时任格拉斯哥大学的道

德哲学教授、后被人尊称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可是，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为“理性”

和“科学”的需要，新古典经济学试图摆脱各种“非科学成分”，驱逐了诸如意识形态、价值判断

之类的不确定因素，从而抛弃了斯密的伦理思想，表现出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⑥
。

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最早将社会的合意性判断，也即价值判断引入现代

经济学，打破了现代经济学研究所秉持的价值中立原则，使经济学研究更加人性化、更具有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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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他（1920）指出，“对陋巷的厌恶以及对衰弱生命哀愁的社会热情，才是经济学的起点”①
。

通过引入“福利”概念，即人的心理上的良好状态或者它体现的满意度，庇古强调，总福利绝不

能仅仅用经济福利来衡量，因为工作质量、生活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地位、住房条件

以及公共安全等都无法包括在经济福利中。由此，庇古将福利经济学系统化，建立起旧福利经

济学的完整理论体系，庇古本人则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近半个世纪之后，人们才逐渐意

识到庇古曾经设法解决的论题是经济繁荣时代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经济学的价值

判断问题上，凯恩斯持同样的观点，即“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也就是

说，它有赖于自省和价值判断” ②
。然而，随着经济学科的专业化及其迅速扩张，经济学逐渐走

出了形而上学的时代，进入了实证主义的和技术统治论的时代，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过度

依赖抽象演绎而忽视现实的趋势，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和约

翰•希克斯（John R. Hicks）的登场，更是大大加剧了这种状况。在逐渐实证主义化的学术风气

里，鉴于所有不能直接度量、不能用实验来检验的东西都被视为不科学，20世纪40年代前后在

旧福利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福利经济学以帕累托理论为基础，有意避开价值判断问题，

认 为 只 有 经 济 效 率 问 题 才 是 最 大 的 福 利 。 直 至 1958年 ， 约 翰 • 加 尔 布 雷 思 （ John Kenneth
Galbraith）发表《丰裕社会》，提出重新评价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问题的观点，再度将价值判断

引入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学、和平与笑声》（1971）中，加尔布雷思指出，如果人本身不是目的，

而是实现其他某种目的的手段，则生活质量必将遭受损失。他重申康德的道义主义原则，明确

指出，“个人本身是工商企业或者为个人服务而创建的政府管理机构的目标，而不是他们的工

具”③
，因而强烈要求摆脱经济目标优先的承诺，呼吁为经济发展建立必要的框架，以保护美好

的东西，增加发展文化的机会，以真正体现经济发展的意义。作为约翰逊总统的顾问，加尔布

雷斯在为总统起草的《伟大社会》演讲稿中向全美国呼吁：伟大社会应该人人富足和自由，消

灭贫穷和种族歧视；孩子们能够学习知识，丰富他们的大脑，发挥他们的才智；人们能够享受

闲适，更加关注生活的质量而非商品的数量；社会为市民提供的不仅是丰富的物质，更要满足

他们对美的追求和对社会和谐的渴望。
④

诚然，加尔布雷思并未建立起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

系，其所运用的批判性描述的研究方法也为主流经济学所排斥，然而，他扩展了经济学的定

义，引导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们去观察更广泛的现象。毕竟，研究经济学的目的，不能仅仅只

是为了提供经济增长的答案，经济学也不能仅仅只是价格、利润、租金和成本，制度、规范、文

化、哲学等都会对经济学产生作用，这些要素都可能会促进或抑制经济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重要研究成果为标志，经济学的伦理

思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森因“通过对于经济学和哲学手段的综合运用，把伦理因素重新

纳入了至关重要的经济学问题讨论之中”⑤
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或许在一定程度

上 意 味 着 价 值 判 断 将 逐 渐 成 为 现 代 经 济 学 的 一 个 重 要 内 容 。 通 过 其 著 作 《 伦 理 学 与 经 济

学》（1987），森对只注重物质利益而忽视人的价值、权利与动机之间关系的新古典模式展开批

判，认为如果经济学只重视对经济利益的分析，而不关注社会与政治中的日常关怀，经济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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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将日趋贫困化，因此，经济学需要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

而变得更有解释力。他（2002）提出包括“自我中心的福利”、“自我福利的目标”、“自我目标的选

择”以及“合理审查”四个特征在内的“理性”概念，使对经济现象和问题的研究摆脱了经济效益

的束缚，促使经济学放弃经济利益最大化、经济利益唯一驱动的人性规定，为道德和伦理判断

进入经济学打开了通途；进而通过重要命题“元排序”将理性与自由联结起来，证明自由与偏好

相关，为经济学研究自由等基本人类价值提供了依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2000）中，森再次

重申加尔布雷思曾经提出的“生活质量”话题，坚持对人类生活质量的评判标准不是“财富”而

是“自由”，由此带来了发展理论的革命性剧变，推动了伦理维度在经济学领域内一个全新意义

上的“复归”，尽力还原了一个完整且丰富的经济学世界。

2015年10月12日，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

最核心的贡献在于将研究对象从经济学家通常所关注的物质财富领域转向内涵更为丰富的对

幸福感的测量。迪顿的经济学研究融合了政治学、心理学及哲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通

过对单个家庭消费行为的分析，把个人选择与社会整体福利联系起来，以期设计出减少贫困、

提升人类福祉的经济政策。迪顿的获奖再一次令伦理问题受到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显示出经

济学天然应具有的伦理审美与济世情怀。

五、  结　语

文化与经济原本就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两个实体，纯粹的经济和文化只存在于抽象的理

论假设和分析中，恰如卡尔•波兰尼（1944）的分析，人类的经济从来就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

会关系的，或者说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的，“经济制度只不过是社会组织的一种职能”①
。

自由市场秩序曾试图“脱嵌”于社会，并努力将功利思维、经济逻辑凌驾于所有其他的社会领

域，以期驱使人类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如此，属人的社会被非人的法则所控制，势必影响

到社会整体利益，以至于社会中不同的阶级、社会团体、政党，乃至政府均不自觉地奋起反抗，

形成保护性的反向运动。“但（这种保护性反向运动）无论何种手段都会伤到市场的自律，扰乱

到工业生活，进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②
，这就导致了19世纪欧洲文明的崩溃。现代社会就

是在这种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性运动的复杂博弈中向前发展。

如今，文化与经济正在走向和解。当文化越来越经济化并成为经济体系的一个部门时，经

济也越来越文化化并日益具有明显的符号化和人性化特征。经济状况如此经常地发生变化，每

一个时代都需要以自己的方法来观察它所面对的问题。“经济学是−而且必然是−一种缓慢

和不断发展的科学”③
，这门科学被创造分离出来之后，其研究领域一直在不断拓宽，研究内容

不断深入，以适应人们对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深入了解的需要。本文通过细致梳理20世纪以来

经济学家们对文化及相关问题的处理，展示了经济学家视野中的文化图景，清晰呈现出人类社

会从“经济时代”迈向“文化时代”④
之际，现代经济学面对社会现实变化所作出的回应。其中，研

究主题的拓展是经济学接纳文化因素相对最外在、因而也是最明显的表现，而研究方法的创新

和研究理念的回归则更多反映出文化思想深深渗入经济学的肌体内部，隐而不显地、内在地改

造着经济学，深刻体现了经济学自身为更真实、更精准地理解和把握社会经济现实所作出的努力。

现实中，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理念三者实际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主流经济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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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关注个体行为人的独立行动，以及作出自由选择的能力，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迫使经济学

必须面对诸如社会阶层、信仰、种族、规则、习俗等能够影响个体行动的社会文化因素。毕竟，

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预先存在的由历史所赐予的文化世界中。经济学的研究无论是向文化

产业，抑或向社会制度以及伦理价值观拓展和深化，均反映了经济学对文化世界的关注。文

化，不仅仅是一种约束，亦开启了某种可能性。它影响到个体倾向和认知的塑造，使行为人的

选择和行动成为可能；而同时，行为人相互之间以及行为人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也会产

生新的文化思想和新的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社会经济动态演化过程中的累积因果原

则和连续性原则，呈现出行为人个体与社会文化因素的起源、发展以及相互间的协同演化，从

而打破了个体主义方法论和集体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壁垒，并进而需要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伦

理意义和道德价值展开分析与思考。合作博弈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势必开启有关伦理思考的新

论域。而实际上，博弈论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广泛运用，已经吹响了演化经济学号角。
①

经济学研

究主题与理念的拓展、更新与深化无疑将激起对研究手段与工具、理论方法与框架进行探索的

兴趣和热情。主题、方法、理念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交融令经济学的研究更丰富、更多元化，

在保持其强大的分析能力的同时更加契合现实，并在理性分析中注入社会批判与价值理想，因

而获得更包容、更开放的“科学性”，不仅能够回应“科学”概念的当代扩展，亦有助于在新的经

济、文化形势下，理解和把握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的本质。

主要参考文献：

戴维·思罗斯比. 文化政策经济学[M]. 易昕译.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1  ]

蒋自强. 经济思想通史[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2  ]

蒋自强，史晋川.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第四版）[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3  ]

理查德·凯夫斯. 创意产业经济学：艺术的商业之道[M]. 孙绯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4  ]

汪丁丁. 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  ]

张旭昆. 西洋经济思想史新编：从汉穆拉比到凯恩斯[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6  ]

张旭昆. 经济思想史（第二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7  ]

韦森. 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8  ]

韦森. 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探寻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道德基础、文化环境与制度条件[M]. 上海：格致出

版社，2009.
[  9  ]

Alchian A，Demsetz H.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J].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73，33（1）：16–27.[10]

Alchian A. Uncertainty，evolution，and economic theor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0，58（2）：
211–222.

[11]

Baumol W J，Bowen W G. Performing arts：The economic dilemma[M]. NY：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6.[12]

Blaug M. The economics of the arts[M]. London：Martin Robertson，1976.[13]

Coase R H. On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Economica，1937，4（16）：386–405.[14]

Cowen T. Why I do not believe in the cost-disease：Comment on Baumol[J].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1996，20（3）：207–214.

[15]

Demsetz H. Towards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2）：347–359.[16]

Dowd D. Capitalism and its economics：A critical history[M]. Landon：Pluto Press，2006.[17]

Felton M V.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cost disease in the performing arts[J].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1994，18（4）：301–312.

[18]

Ginsburgh V. Economics of arts and culture[A]. Smelser N，Baltes P（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M]. Amsterdam：Elsevier，2001.

[19]

Heilbrun J.  Baumol’s  cost  disease[A].  Towse R.  A handbook of  cultural  economics （2nd edition）[M].[20]

第 5 期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文化经济研究：经济学家的文化世界 15

①[英]戴安娜•科伊尔：《高尚的经济学》，李成、赵琼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24页。

http://dx.doi.org/10.1017/S0022050700076403
http://dx.doi.org/10.1111/j.1468-0335.1937.tb00002.x
http://dx.doi.org/10.1007/s10824-005-7214-1
http://dx.doi.org/10.1007/BF01079761
http://dx.doi.org/10.1007/BF01079761
http://dx.doi.org/10.1017/S0022050700076403
http://dx.doi.org/10.1111/j.1468-0335.1937.tb00002.x
http://dx.doi.org/10.1007/s10824-005-7214-1
http://dx.doi.org/10.1007/BF01079761
http://dx.doi.org/10.1007/BF01079761
http://dx.doi.org/10.1017/S0022050700076403
http://dx.doi.org/10.1111/j.1468-0335.1937.tb00002.x
http://dx.doi.org/10.1007/s10824-005-7214-1
http://dx.doi.org/10.1007/BF01079761
http://dx.doi.org/10.1007/BF01079761
http://dx.doi.org/10.1017/S0022050700076403
http://dx.doi.org/10.1111/j.1468-0335.1937.tb00002.x
http://dx.doi.org/10.1007/s10824-005-7214-1
http://dx.doi.org/10.1007/BF01079761
http://dx.doi.org/10.1007/BF01079761
http://dx.doi.org/10.1017/S0022050700076403
http://dx.doi.org/10.1111/j.1468-0335.1937.tb00002.x
http://dx.doi.org/10.1007/s10824-005-7214-1
http://dx.doi.org/10.1007/BF01079761
http://dx.doi.org/10.1007/BF01079761
http://dx.doi.org/10.1017/S0022050700076403
http://dx.doi.org/10.1111/j.1468-0335.1937.tb00002.x
http://dx.doi.org/10.1007/s10824-005-7214-1
http://dx.doi.org/10.1007/BF01079761
http://dx.doi.org/10.1007/BF01079761


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1.
Hunt E K.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A critical perspective （3rd edition）[M]. NY：Routledge，2011.[21]

Jensen M C，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Management  behaviou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305–360.

[22]

Mueller D C. Public choice Ⅱ[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23]

Myrdal G. An American dilemma：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M]. NY：Harper，1944.[24]

Olson 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M].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25]

Peacock A. Paying the piper：Culture，music and money[M].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2.[26]

Peacock A. Welfare economics and public subsidies to the arts[J].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69，（4）：323–335.

[27]

Posner R A. Economics analysis of law（2nd edition）[M]. Boston：Little，Brown，1977.[28]

Posner R A. The economics of justice[M].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29]

Pribram K. Economic thought  and doctrine a  history of  economic reasoning[M].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3.

[30]

Rizzo I.  Heritage regulation：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A]. Peacock A （eds.）.  Does the past have a
futu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ritage[M]. 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98.

[31]

Robbins L. Art and the state[A]. Robbins L. Politics and economics[M].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63.[32]

Santagata W. Cultural districts[A]. Towse R. A handbook of cultural economics[M]. 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1.

[33]

Scitovsky T. Subsidies for the arts：The economic argument[A]. Hendom W S，Shanahan J L（eds）. Economics
of cultural decisions[M]. Cambridge：Abt Books，1983.

[34]

Seaman B A. Economic impact of the arts[A]. Towse R. A handbook of cultural economics[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2011.
[35]

Seligman B. Main currents in modern economics[M]. Piscataway，NJ：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0.[36]

Sen A. Rationality and freedom[M].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37]

Throsby D. The economics of cultural policy[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38]

Towse R. Copyright and economic incentives：An application to performers’ rights in the music industry[J].
KYKLOS，1999，52（3）：369–390.

[39]

Towse R. Creative，incentive and reward：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opyright and culture in the information
age[M]. 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1.

[40]

Towse R. Why has cultural economics ignored copyright?[J].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2008，32：
243–259.

[41]

Williamson O E. 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M]. NY：Free Press，1975.[42]

Williamson O E.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M]. NY：Free Press，1985.[43]

The Cultural World in Economists’ Eyes：A Revie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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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Due  to  the  persistent  pursuit  of  the  scientificalness  and  the  rationa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the  cultural  factors  had  been  put  aside  ou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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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stream  economic  studies  for  a  long  time.  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has  made  culture  and  economy  highly  integrated.

Culture has been becoming a part of the economic system with the cultural economization while

economy has had increasingly obvious symbolic and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economic

culturalization. Culture is an issue that economics has to face.

Having sorted out the exploration on the cultural factors by the economists in the past 100

years，this  paper  objectively  presents  the  response  of  the  modern  economics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The treatments on the cultural issues in economics can be summed up in three

categories：（1） In the aspect of the research theme，the economic studies have been extended to

the  cultural  and  artistic  activities  and  the  related  policies；（2）  In  the  aspect  of  the  research

methods，muc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endogeneity  of  the  cultural  f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among the people；（3） In the aspect of the research philosophy，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emphasized，and the reconstructing of the ethical

dimension  and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s  have  been  required.  In  the  reality，the

treatments in the above three categories interweave with each other. Among them，the treatment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research theme is the most external and superficial manifestation for the

acceptance  of  the  cultural  factors  by  economics.  It  is  the  economic  nature  of  the  cultural  and

artistic  activities  that  attracts  economists’  attention，rather  tha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The

analysis on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by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various  possible  game results  by  the  Game Theory  acknowledge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s，institutions，customs and other cultural factors on people’s economic activities.  So the

existing  theories  have  been  revised  appropriately  on  the  basis  of  the  core  philosophy  of

neoclassicism.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studied  by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the  ethical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af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So the myth of the economics rationalism has been broken in some extent.

Regardless  of  how  the  cultural  factors  have  been  brought  into  the  economic  research，it

means that economics has paid some attention on culture and tried its  best  to break through its

own  limitations.  It  also  reflects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broad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Being  a  social  science，economics  has  been  gradually  restoring  its  function  of

the value concern and the social criticism while keeping its rational analysi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economic research will  be richer  and more realistic  by giving more and clearer  concerns  to the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and  the  human  economic  activities  will  be  depicted  in  a  broader

perspective and a more convincing way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the insight of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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